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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言

PREFACE

本书是《语言类型学与语言共性》第二版。此版几乎是对第一版的重写，尽管章节数目及相当部分内容保持未变，而全书已进行了许多重要更动，主要原因是类型学作为一种研究的路子已经成熟，最重要的创新是类型学研究中广泛而系统地运用语义映射模型。此外，笔者还重新组织了材料，使类型学概括及其解释现在更紧密地结合为一体。

过去十年来，类型学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机构性身份的研究学科，目前已经拥有一份刊物Linguistic Typology（《语言类型学》）和一个国际性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ALT］
 ，语言类型学协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德国的莱比锡成立了Max Planck进化人类学研究院，其中一个部门在Bernard Comrie的领导下从事以类型学为主的语言学研究。这种研究机构的成立也反映出类型学研究中心从美国向欧洲的转移。过去十年来的主要类型学研究是由欧洲的学者（包括长期作为类型学研究中心的俄罗斯）发表的，这种转移也部分地反映在这一版本以及相应的参考文献当中。

此版得益于十年来在密西根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修读笔者开设的类型学课程的学生以及数位修读短期讲习班课程的学生。短期课程有1995年的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LSA暑期讲习班、1998年的德国美因兹德国语言学暑期讲习班、2000年的荷兰莱顿大学的LOT冬季讲习班。在此对所有学生的反馈意见表示感谢。笔者还设计了许多语料习题集，用于类型学和语言共性的教学，这些习题也得益于学生在答题中的经验和对难易程度的反馈意见，限于教材篇幅，这些材料没有编入，不过可以在网上获得，网址是：http://lings.ln.man.ac.uk/info/staff/WAC/。

此版本还得益于读者对第一版的诸多评议和书评，以及现在收为本书主题的一些会议发言报告，作者尤其感谢Bernard Comrie、Sonia Cristofaro、Matthew Dryer和Martin Haspelmath，他们通读了本书第二版初稿并提出了诸多意见，本书因此而有很大改进。当然，本书错漏之处均无他们的责任。

自从1990年本教材第一版面世以来，在笔者类型学学习过程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两位学者已经故去。Keith Denning对本教材第一版的写作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可惜他英年早逝，笔者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上都对他甚为感激（见Croft 2000）。最后，谨再次对笔者的恩师、现代语言类型学的奠基人Joe Greenberg表示深挚的敬意。正如可在本教材中看到的，这个领域的研究仍然深深地得益于他的开拓性理论研究（即1954、1957、1966a、1966b、1966c、1969/1990、1978b）。此外，他还从事过一些经验性的类型学研究，既有形态句法方面的（如1966a、1966b、1978c）又有音系方面的（如1970、1978a），这些研究仍然是语言共性研究的重大发现。笔者所有的研究都深受他的影响。本教材的初版曾献给了他，令人痛心的是他已溘然长逝，无法看到这个第二版了。笔者谨以此第二版来纪念他。


第一版序言

PREFACE

本书介绍语言类型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论问题，是对其他语言类型学入门书籍，尤其是对Comrie 1989和Mallinson & Blake 1981的补充。所提到的这些书按语序、语法关系、关系小句、生命度等研究主题为线索来编排，而本书则是按蕴涵共性、标记性、原型等理论性概念为纲组织起来的。此外，本书所涉及的概念范围要广泛一些，主要因为需要对过去十年的功能－类型学解释及历时类型学的新进展进行描写。当然本书有些内容也与前述诸书有重叠之处，不过从教学角度来着眼，本书打算编成一本对更倾向以研究主题为中心的教材的补足，而不是附加。具体来说，理论覆盖的广度则意味着完整可信的类型学概括的例子、反例以及对此类反例的解释并不都能涵盖进来（尽管笔者至少尽量试图引用较为详细的研究成果，从而避免对例子过分简化）。与Comrie1989、Greenberg1966a（关于语序的原创性论文）、Greenberg 1966b（关于标记性的专著），及其他有关具体的主题领域的文章一并用作课程讲稿。

笔者认为每门语言学课程，尤其是任何一门类型学课程，其中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即是要让学生接触一两种“异域的”（exotic）语言。在入门的类型学课程当中，这类接触实际上不得不受到一些限制。笔者在所讲授的课程当中要求每位学生“接纳”某一种外语的语法描写，当然可供学生选择的这些语法描写都是笔者认为详细、谨慎和完整的（尽管有时并不好用），于是每位学生要撰写诸如该语言否定结构或者名词短语的语序等语法的某个方面的短文。有些作业需要小组协作以便使学生有机会自己进行语言比较。

此类基本的描写性作业并没有乍看起来那么简单，每位实际运用完整语言描写材料或其他描写材料进行过类型学研究的人都能证明这一点（作为补充，教师可布置一些与本书及阅读材料中讨论的概念联系更密切的解决问题式的作业）。这些作业的价值在于让学生接触人类语言的丰富多样性，这一点在任何语言学理论中都以从材料中抽取规则的名义而过分地简单化了。如果进行得好，这种对异族语言的接触会吸引学生注意不同于我们的说话方式（也许是思考方式），同时可以起到对简化性理论的矫正作用。这些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笔者首先感谢加州西北宁静的红树林乡村，笔者1988年夏天正是在这里撰写了本书大部分手稿（感谢家人及为笔者提供Horace H.Rackham暑期研究资助的密西根大学）。Joseph Greenberg、Bernard Comrie和Keith Denning以及剑桥教材系列编委会的三位匿名评审人对本书初稿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尤其还要感谢的人员有剑桥大学出版社的Penny Carter、斯坦福大学的Elizabeth Traugott、密西根大学的Tom Toon。Pam Beddor向笔者指出了目前音系类型学及语音学解释的相关研究，其中有些内容已经编入了本书。斯坦福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的四届修读类型学课程的学生对本书的最终编排形式贡献良多。John Myhill通读了本书倒数第二稿并提出了意见，他还在自己讲授的类型学课程中采用了笔者的手稿，他的学生对手稿的重要反馈对定稿起了相当大的改进作用。Trisha Svaib曾协助笔者进行了终稿的准备工作。在全书的撰写过程当中，Keith Denning向笔者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并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持。

至为重要的是，笔者从语言类型学和语言共性研究领域的两位领头人身上获益巨大。Bernard Comrie对本书从初稿到定稿的撰写均予以指导，他提出了诸多意见并全面支持笔者的努力。最后，笔者必须向恩师Joseph H.Greenberg表示深挚的谢意，他在人类语言、语言共性、历史语言学和语言学史方面的博学无人可望其项背。笔者谨将此书献给他以表敬意。


第一章　导论

1.1　类型学的定义和研究范围

无论在语言学之内还是在其他学科里，“类型学”（typology）这个术语都有数个不同的意思。常用定义差不多等同于“分类”（taxonomy或classification），即把研究现象归纳成为不同的类型，尤其是不同的结构类型。此定义见于语言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比如19世纪的语言学曾经借鉴过的生物学。

类型学最一般的语言学定义即是指对不同语言的结构类型进行分类。按此定义，具体语言被归入某个单一的类型里头，而类型学的任务即是确定有哪些类型并把不同语言归入这些类型之中。我们在这里把类型学的这个定义称为类型学分类（typological classification）
 。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形态分类，即是这种意义上的类型学。此定义向当代语言学家传达了类型学这个术语的基本内涵：类型学与跨语言比较（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有关。跨语言比较的方法论问题将在下文1.3至1.6中讨论，第二章探讨包括形态分类在内的语言类型（Linguistic type）的含义及其在20世纪研究中的精细化发展。

类型学的第二种定义即是研究系统性的跨语言结构规律或模式（patterns）。下文将把类型学的这个含义称为类型学概括（typological generalization）
 。在类型学概括中发现的结构模式即语言共性（universals）
 。类型学概括的一个经典情形即蕴涵共性。蕴涵共性的一个例子即是如下的概括：“如果指示代词位于中心名词之后，则关系小句也位于中心名词之后。”仅靠观察诸如英语这样单个的语言就无法发现或者无法确定这一共性，须得做普遍性的语言调查才可观察到的确没有不合于这一共性的语言，即确实不存在指示代词位于中心名词后而关系小句却用在中心名词之前的语言。

类型学概括通常被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跟诸如第一语言习得等语言学分支不同，它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即跨语言的结构模式。此意义上的类型学正式肇端于Joseph H。Greenberg1960年所公布的他对形态与语序的蕴涵共性的发现（Greenberg 1966a）。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已发现的语言结构模式的类型，同时讨论此类研究所引出的经验上的和方法论上的问题。第三章至第七章讨论此类结构模式和因其发现而提出的经验上的和方法论上的问题。实际所发现的跨语言结构模式的类型代表了一组成体系的语言共性，这些共性是任何语言理论都需要解释的基本语言现象。

类型学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定义，即是类型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的路子（approach）或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这种路子跟从前诸如美国的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理论等相区别。按这种定义，类型学是一种建立语言理论的路子，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产生与其他路子不同理论的语言分析方法。有时人们把这种类型学的观点称作“格林伯格学派”（Greenbergian）的理论路子，区别于“乔姆斯基学派”（Chomskyan）（按该理论奠基学者名字命名。参见诸如Smith 1982：256）。这一观点的类型学跟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
 有紧密的联盟，功能主义认为语言结构应当主要通过语言功能进行解释（相应地，乔姆基斯学派被称作形式主义［formalism］

 ）。因此这个意义上的类型学经常被称为（功能）－类型学路子（［functional］
 -typological approach），本书也将用此称呼。更精确地，我们可以将类型学的这个定义称为功能－类型学解释（functional-typological explanation）。功能－类型学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被人们普遍认识，初始时期的重要人物包括Givón，Haiman，Comrie，Hopper及Thompson。功能－类型学解释尽管有着很好的历史基础，然而（见Haiman 1985和本书第九章）主要还应归功于Greenberg。

类型学的这三种语言学定义跟任何经验性科学分析的三个阶段相对应。类型分类代表了对某种经验现象（语言）的观察，并把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类。类型学概括（语言共性）是基于我们所观察现象的概括产物。而功能－类型学研究路子则构造我们观察概括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类型学是对语言的一种经验科学的（empirical scientific）
 研究路子。当然，在任何经验科学的实际研究过程里，这三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解释存在于科学研究的每个阶段之中。在第三章至第七章介绍语言共性本身的时候，我们也将提供对那些共性的类型学解释。类型学家使用的解释模型有竞争中的理据性、经济性、象似性、变化过程（processing）、概念空间中的语义映射，及对句法论证（syntactic argumentation）的重新思考等多种。类型学解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诸多语法现象的解释基本上是历时的，而非共时的。历时研究要求我们对类型学原理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详见本书第八章。随后的第九章总结语言的类型学研究路子。

可以预料的是，这些不同的定义的类型学，即类型分类、类型学概括以及功能－类型学解释或研究路子，在类型学的性质或者类型学到底应当是什么方面造成了一些混乱。比如有时会有人宣称类型学“仅仅是描写性的”或者是“分类性的”，也就是说，类型学本身并未提供建立诸如生成语法理论的手段。这就是把类型分类跟类型学概括和解释给混淆了。类型学概括是业已建立起来的一种语言分析方法，而类型学的路子现在已是一种具有良好论证的语言研究路子。

本书侧重于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但这不应被解释成类型学分析中要把必要的描写工作减到最少。对世界上数目众多的语言的已有描写以及如我希望的将会持续下去的描写，不但对类型学理论至为重要，也对任何其他语言理论至为重要。令人遗憾的是，类型学研究常会因篇幅限制在发表时缩减或删除语料
〔1〕

 ，而许多好的语料，如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套关于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n）语言语法的PALI丛书那样，一出版即迅速售罄。语言学理论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放弃不重视语言描写这种态度（比如说那“只是”描写性的，或蔑视地把研究者说成是“描写家”）。

由于语言理论所依靠的经验性语料正在严重地消失，语言描写工作变得越发迫切。数百种语言已经在上世纪消亡，还有数百甚至上千种语言没有足够的使用者而很难存活下去。这些语言正在消亡，通常伴随着对语法结构的严重影响。语言消亡的局面未得到改善，相反正在变得越来越糟，好在最终得到了应有的重视（Dorian 1981; Krauss 1992; Crystal 2000; Nettle and Romaine 2000）。语言研究中遇到的此类经验问题与生物学研究，尤其是进化论和生态学的研究有平行之处，语言的消亡和语言集团的消失正像物种的灭绝和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消失。在两个学科中这都会对理论研究的进展构成威胁。

1.2　类型学、语言共性和生成语法

Greenberg的语言共性研究路子与Chomsky的大约同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类型学和生成语法中的语言共性这一概念区别很大。本节中我们将简单描述一下Greenberg和Chomsky的观点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在这两种语言研究路子中发现的异同之处（更详细的讨论见Hawkins 1988）。后边一些章节有了更具体的理论问题语境，那时我们再回到类型学和生成语法的关系上来。（见3.5，7.2，9.2－9.3）。

语言共性反映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存在超越每种语言都具备的决定性属性之外的语言属性。虽然这个观点现今已经相当流行，而它决非是已被认定的事实或大家的共识，实际上直到上世纪60年代左右，与此相反的观点还普遍流行。一定程度上，生成语法和类型学对语言共性的研究路子的差异，可以追溯到Chomsky和Greenberg各自相对应的不同传统上。生成语法是对行为心理学（behavioristic psychology）的反动，而类型学是对人类学相对论（anthropological relativism）的反动。

行为心理学者对语言，尤其对语言学习的看法是反共性的，它不假定先天性，不假定普遍的心智能力或图式。在行为心理学者的观点中，语言能力通过刺激－反应的学习模式获得。与之相反，生成理论假定人有先天的内部语言能力和限制条件，这在语言习得中起重要作用。这些限制条件即生成理论中的语言共性。Chomsky提出“刺激贫乏”（poverty of the stimulus）说来论证先天普遍语言能力的存在（如Chomsky 1976）。此观点认为孩子从母亲或看护者得到的话语输入刺激极其有限，即在典型的行为心理学者的模型中，这种刺激不足以让孩子建构此成年人的语言的语法；因此，孩子必须调用天生的语言能力的共性来习得语言。因此，生成理论这一传统对共性最主要的关注点便是其先天性。

人类学相对论者对语言的看法则是世界上的语言可以任意地变化：Martin Joos有个著名的说法：“语言之间的差异毫无限制而且变化方式无法预料”（Joos 1957：96）。这个观点在研究北美印第安语言的人类语言学家中尤其盛行，北美印第安语的确与所谓的一般标准欧洲语言（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在许多地方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将某一种“异族”语言或数目有限的几种语言与英语进行比较，只能显示多样性，不能代表变异的范围，更不代表变异的限制。Greenberg和其他人发现，对众多语言进行更系统的采样，既可揭示变异的范围，还能揭示变异的限制。这些限制证明语言并非是无穷变化的，这些限制亦即语言共性。因此，类型学传统中对共性最主要的关注点便是跨语言的有效性，以及限制可能的语言变异的共性（见3.1）。

生成语法中假定的先天的共性是为了解释语言结构。“刺激贫乏”说主要从原初原理演绎而来（尽管它也假设经验输入的性质，并假定哪些是相关的输入）。“刺激贫乏”说是Chomsky更普遍的理性主义的（rationalist）
 语言研究路子的表现方面之一。类型学共性是跨语言的归纳性概括，反映了类型学的经验主义的（empiricist）
 语言研究路子。类型学共性的解释调用更为普遍的诸如认知、社会互动、语言处理、感知或其他能力等手段。这些能力也可能是天生的，但它们超越了语言本身。生成语法学家认为先天原理的发现，即那些让孩子能学会某一种语言的那些先天的原理，可以外推到所有的语言（Chomsky 1981）。类型学家则认为建立在某一个或者为数甚少的某几个语言上的语法分析还不足以揭示语言共性，只有系统的经验性的调查才可以做到。

由于研究路子的差异，有人认为Greenberg和Chomsky两大学派在语言共性和语言解释上完全对立。实际上，生成理论和（功能－）类型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处。两种研究路子均以语言结构分析为起点，都将“可能的人类语言是什么样子的”（见3.1，8.1）作为语言学的中心问题。与之前的研究相比，这两种路子都是共性主义的。达成广泛共识的是，确实存在着大量的为所有语言所具有的共性（假定所见的例外均可解释为由其他受规则支配的因素引起）。两种学派的语言概括都是从语言材料中得来，Greenberg学派从跨语言材料中概括结构规律，而Chomsky学派则是在语言内部概括结构规律（见9.2）。同样地，对语言共性解释的基础是人类能力的共性，这些可能是语言所特有的，也可能不是；可能具有重要的先天因素，尽管也许不全是先天的。实际上，对生成理论和类型学这两种研究路子而言，语言学解释的基础最终都是生物性的，虽然对于Chomsky学派来说，这种生物学基础用遗传学解释（天生的语言知识），而Greenberg学派的生物学基础则是间接的，用进化论来解释（见9.3；Croft 2000）。

尽管如此，Greenberg学派的研究路子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作为中心地位的跨语言比较，二是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之间的密切关系。下面的两节讨论这两大特征。

1.3　跨语言比较

可以向类型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类型学的基本特点的跨语言比较在语言分析中有什么作用？跨语言比较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新的不同的视角来解释单一语言中的语言现象。英语中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分布相当复杂，例如：





（1a）

He broke a vase
 .

他打破了一只花瓶
 。

（1b）

He broke the vase
 .

他打破了那只花瓶
 。

（1c）

The concert will be on Saturday
 .

音乐会将在星期六
 举办。

（1d）

He went to the bank
 .

他去银行
 了。

（1e）

I drank wine
 .

我喝酒
 。

（1f）

The French love glory
 .

法国人爱荣耀
 。

（1g）

He showed extreme care
 .

他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

（1h）

I love artichokes
 and asparagus.

我爱吃洋蓟
 和芦笋。

（1i）

Birds have wings
 .

鸟有翅膀
 。

（1j）

His brother became a soldier
 .

他兄弟当兵
 了。

（1k）


Dogs
 were playing in the yard.


狗
 在院子里玩儿。





上列11个句子归纳了英语中使用（或不用）冠词的11种类型，这些类型是：





（a）特指（指称性）无定（见5.2）；

（b）特指而有定；

（c）专有名词；

（d）机构或地方的特指表达；

（e）集体名词的部分；

（f）集体名词的通指；

（g）抽象特性（集体名词）的特指表达；

（h）可数名词通指；

（i）可数名词通指但数量无定；

（j）名词性谓语；

（k）可数名词特指但数量无定。





提出一套概括或许是可能的——这种分析可以精确地预测英语中这两个冠词的使用（包括不出现的情形）分布情况。这种解释可以是句法的、语义的或语用的，或者是三者相结合的。无论哪种情况，都肯定是个相当复杂而又精细的分析，尤其考虑到上述11个例子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可能性。

此时类型学研究者会问：英语用例的这种概括对整个人类语言此类现象的意义何在？即使分析一下诸如法语这样的跟英语关系相对较近的语言，都会让这种概括产生问题。下列法语例子是上文英语句子的翻译，语境完全相同，相应的定冠词le/la/les和不定冠词un/une（以及冠词不出现的情形）的分布却大相径庭：





（2a）Il cassé un vase
 .

（2b）Il cassé le vase
 .

（2c）Le concert sera samedi
 .

（2d）Il est allé à la banque
 .

（2e）J'ai bu du vin
 .（du = de+le）

（2f）Les Français aiment la gloire
 .

（2g）Il montra un soin
 extrême.

（2h）J'aime les artichauts
 et les asperges.

（2i）Les oiseaux ont des ailes
 .（des = de+les）

（2j）Son frère est devenu soldat
 .

（2k）Des chiens
 jouaient dans le jardin.





要分析法语冠词的分布情况，对英语冠词分布的分析很可能即便不被放弃，也得彻底改动。在法语中，我们发现定冠词和不定冠词都有一种较英语更广泛的用法，表示部分的标记de加定冠词，名词性谓语中不用不定冠词。

当然我们无法肯定多大程度上得从头再来，这是由于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做出过完整的分析。不过已有人提出了对这11个语境中的3个所进行的概括（generalization），它们是h、i中的可数名词通指跟k中的可数名词不定数用法。Carlson（1977）提出了对这两种情景类型中所使用的光杆复数结构（bare plural construction）的一体化分析。两类结构属同一语义类型，其含义的区别源于谓语的语义类型。不过我们回到法语上，则会发现两类不同的结构类型（比较2h和2i、2k）因此这种概括并不能明确地适用于法语的语法事实。有人试图把这种不同归结于法语表示部分的标记de。但是如果我们再找一种语言，如罗马尼亚语（Farkas 1981：40－45），就无法接受这一说法：这两种用法在罗马尼亚语中只是简单地用是否加冠词来区别的。

“每次一种语言”（one language at a time）的语言现象分析无法从一个语言移用于另一个语言，这对寻找语言共性是一种困扰。语言学家提出的旨在“预测”语法规律的对语言内部结构的复杂概括，竟然无法应用于相邻的语言。这种现象不仅出现于结构主义和生成理论的分析中，功能主义调用外部（语义上的或语用上的）概括来解释诸如英语冠词的分布现象时，通常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卷帙浩繁的所谓功能主义研究充满创造性地运用感知、认知或其他系统之外的功能范畴来“解释”为什么所讨论的语言里必须使用已有的某种语法特性，然而进一步稍作思考即可发现，在另一常用语言里，甚至就在同一条路上的另外一种方言里，就存在着在此参量上与之截然对立的语法结构（DuBois 1985：353）。





这里的问题是，此类分析需要到什么概括层次才把跨语言的结构模式考虑在内呢？类型学研究者基本上认为在关于人类语言理论概括的每个层次上都需要考虑跨语言的结构模式（见9.3）。

跨语言比较的方法（即进行类型学概括），会让我们在诸如冠词分布的普遍特征方面的研究有所进展，进而还会让我们对没有其他语言事实参照的单语分析结果进行评估。

某些两种语言都有的概括结论很可能是语言的共性，比如a到c这前3种用法在英语和法语里完全相同，只有后面7个例子有较大的差异。除去用法k之外，所有类型上的变化都跟通名或集体名词有关。这暗示着不同语言中特指名词短语中有某种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不出现在通名和集体名词短语之中（实际上，在特指的名词短语当中也有变化，但这些变化更有条件性；见8.2）。

这个基于英语和法语的分析暗示了两个重要的方面，可当作对跨语言比较讨论的总结。第一点是少于两种语言时无法进行概括（调查更多的语言自然有助于对概括进行进一步的提炼），正是因为这一点，对语法现象的分析才是类型学的。

第二点涉及在已经存在多种跨语言概括材料的情况下，如何对某一具体语言的语法进行描写和分析。对跨语言变异的关注，使得语言学家可以更精细地描写某一具体语言的相应现象。例如，了解英语和法语中通名和集体名词语境的差异，暗示着语法描写应该清楚地指出有冠词的语言如何对这些名词短语的语义类型进行表达或编码（encode）
 的。

对某一语言事实进行精细的描写可满足描写本身的完备性。当然，我们总希望在材料中进行概括。此外，我们也希望这些概括能与真实的经验现象相合，比如与说话人对其语言的知识相合。如果想要这种概括代表说话人的语言知识，这种分析就要按照类型学方法，采用跨语言的比较。例如，英语和法语冠词分布的研究都要对特指名词短语中的冠词分布概括出典型性或共性（如果的确是这样），而通名和集体名词所带的冠词分布则是任意的，因语言而异的，或者受可通过跨语言比较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的其他条件支配。按这一观点，英语和法语关于冠词的研究如果不把跨语言的概括考虑在内就是不完备的，因而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力就不充足。通过同时观察不止一个语言而得出的概括才是唯一可称为是对语言有普遍性的。说话人的语言知识既包含共性又包含某语言所独有的特性。

直到最近，类型学还未将注意力放到语言共性与从具体语言中得出的概括之间的关系上面来（Croft 1999; 9.1）。不过，语言共性并不独立于说话人的语言知识而存在。最近的类型学研究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建立模型来表示具体语言特有的事实和语言共性（这一点尤其参见5.3）。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进行语言概括时进行跨语言比较的必要性，以及跨语言的方法与“每次一种语言”的专语研究在句法论证上的区别。句法的论证由分布方式
 （distributional method）构成：人们考查一组不同构式中某一语法范畴的出现或分布，如果在诸构式中的分布的模式相同，则证明该范畴存在。比如要确定英语的“主语”这个范畴，（3）至（7）的构式中动词前直接相邻的NP的分布相同，证明该范畴为主语：





（3）


He
 /*him congratulated him.

他祝贺他。

（代词he为主格，与受格的him相对）

（4）

Teresa likes
 /*like horses.

特丽沙喜欢马。

（动词与Teresa有一致关系）

（5）

Jack
i

 wants [image: alt]
 
i

 to leave.

杰克要离开。

（要离开的人是Jack；Jack支配want后的动词不定式未表达出来的论元。）

（6）

[image: alt]
 
i

 Take out the garbage.

把垃圾拿出来。

（祈使结构中未表达出来的论元）

（7a）


John
i


 found a ring and [image: alt]
 
i

 took it home with him.

约翰找到一枚戒指并把它带回家了。

（7b）

*John found a ring
i

 and [image: alt]
 
i

 was gold.

*约翰找到一枚戒指并是金子的。

（并列句中未表达出来的共用论元）





用句法论证的标准术语来说，（3）至（7）提供了五个确定动词前直接相邻的NP为小句主语的独立证据。也就是说，对上述（3）至（7）例中分布事实进行概括，就是对英语当中存在主语这一范畴的论证。

然而在类型学分析中，研究者并不把上述事实当作是对主语这一范畴的论证。因为（3）至（7）中的事实仅是考查同一种语言得出的概括。对类型学家来说，重要的问题均为跨语言中的此类关联的地位。我们必须追问这种关联中什么要素是偶然的，是仅仅出现于英语中的特殊情况？这些关联中什么要素是普遍的？哪些关联有跨语言的系统性差异，其原因是什么？（7.1中结合上例除（6）之外的构式，对上述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

进行跨语言比较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对截然不同的语言的考查，我们会发现某些结构间令人吃惊的、引人入胜的，有时是神秘难解的联系，这类联系在注意力仅限于单一语言或数种类型相似的语言时想象不出来。例如某种特别的现象可能在某一语言中相当普遍，或者某两种语言的现象之间的关联相当普遍，而自己母语中却恰好没有出现。

第一种情况如表面上很不规则的英语人称代词受格形式me（我）、us（我们）、him（他）、her（她）、them（他们/她们）和没有变化的it（它）。这种不规则性其实是极为普遍的格标记与生命度的关系规律的表现，即表示生命度强的动物的词（参见6.3.1）更可能具有独立的受格形式。you（你）这个缺乏受格形式的明显例外亦可归因于另一类型规律，即复数形式的类型学有标记性（见第四章，you本为第二人称的复数形式）。

后一种情况如下例所示的前置词with的几种不同的用法：





（8）

I went to New York with
 John.

我同约翰去了纽约。

（with表示“伴随”）

（9）

He opened the door with
 a crowbar.

他用撬棍撬开了门。

（with表示“工具”）

（10）

He swims with
 ease.

他熟练地游泳。

（with表示“方式”）





凭直觉来看，前置词with的这三种不同用法似乎没有什么联系，至多有些语义上的关联，可是，对附置词（adposition）和格用法的分布的类型学研究，揭示出在这些用法以及某些其他的用法中合用同一个附置词或格标记的现象相当普遍（参见Croft 1991a：184－192；Stolz 1996）。请看下例中表示同样意义的豪萨语（Hausa）的dà
 和古蒙古语的-iyer~-iyar
 ：






豪萨语（Abraham 1959：22；Kraft & Kirk-Greene 1973：85）


（11）

[image: alt]


（12）

[image: alt]


（13）

[image: alt]



古蒙古语（Poppe 1974：153-154）


（14）

[image: alt]


（15）

[image: alt]


（16）

[image: alt]






对这种跨语言现象的考查，揭示出这三种用法及其他用法之间的关联可定义为事件参与者同事件的属性间的因果关系（Croft：1991a：第四章、第五章）。

下例说明在英语的形式上无关的表示条件跟表示话题的两个结构，却具有明显的跨语言的关联性（Haiman 1978a）。英语中用if（“如果”）标记条件小句，而as for或about（均表示“关于”）来标记话题：





（17）


If
 you eat that, you will get sick.


如果
 你吃了那东西，你会生病的。

（18）


As for
 Randy, he's staying here.


至于
 Randy呢，他会住在这里。





Haiman发现实际上条件句和话题同构的现象存在于许多语言中。例如，在巴布亚（Papua）岛上的Hua语中，同一后缀-mo既可后附于话题句，也可后附于条件句；土耳其语条件句标记-sA也可用作对比话题的标记，他加禄语（Tagalog）表示“如果”的词kung可同表示“关于”的词tungkol一起来用标记对比话题（Haiman 1978a：566，577）。尽管英语中没有此类联系，数种语言中这类条件小句与话题间这种有点神秘的联系，使Haiman发现了这两者实际上在语义上和语用上的关系是相当近的。

最后，类型学的考查还可向我们揭示，有些常见语言里发现的现象，实际上在世界语言里来看即使不是独特的，却也是十分罕见的，因而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是“边际性”的语言现象。英语中如（1j）例中谓语名词前用非定指冠词的现象相当不寻常，又如“the book that I told you about”（我告诉过你的那本书）这样的分离式前置词用法现象，在世界语言中极为罕见。在英语中主语位置强制性使用非强调性的代词（unstressed pronouns），从跨语言角度来看也很不寻常（见3.5）。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此类现象不需要解释，只是对语言普遍现象研究来说，此类现象也许没有更广泛或更普遍的，诸如谓语名词一般不带冠词，用同一个附置词或格词缀来表达数个格角色之类的现象那么重要。

1.4　跨语言可比性问题

语言类型学的特点即是跨语言比较。跨语言比较的基本前提是语言间的可比性，即在不同语言中可确定相同的语法现象。如果没有在不同语言中确认出“主语”并对这些主语进行跨语言比较的自信，就无法对主语进行跨语言的概括。事实上这是所有语言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然而跟此问题对建立理论的重要性相比，人们对其关注的程度甚少。

Greenberg的关于语序的原创性论文对跨语言可比性这个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回答：





我们的一个假定就是所有语言都有比如主谓结构、相区别的词类、属格结构等现象。我完全意识到在不同结构的语言中确认此类现象基本上要依靠语义标准。不同语言也很有可能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让我们把这些现象等同起来……任何情况下，对“名词”跨语言定义的充分性都可从名词所表达的语义现象这个角度来测试。如果按“名词”的形式定义把甲语言表达“男孩”、“鼻子”和“马”的词与乙语言表达“吃”、“喝”和“给”的词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定义就可据语义上的理由毫不犹豫地予以摒弃（Greenberg 1966a：74）。





这个论述概括了基本的问题，并提出了一般性的解决方法。基本问题是不同语言在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这正是类型学（或整个语言学）研究和解释的目标。但是此类结构上的差异使得我们不可能运用结构标准或仅仅运用结构上的标准来确定不同语言的语法范畴。如果我们真使用结构标准，就会将不符合我们标准的未经分析的结构类型排除在外，而预断性地做出根据我们所谓的经验的分析，得出预料中的结果。因此，最终的解决办法是语义的。

Greenberg的观点在Keenan和Comrie开创性的名词短语可及性研究中关于关系小句的分析里也有所反映：





我们试图通过对比大量语言中的句法形式来确定关系小句的普遍特征，这样做有必要有个很大程度上与句法无关的可在任意语言中确定关系小句的方法，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使用基本上基于语义的关系小句的定义（Keenan & Comrie 1977：63；亦可参见Downing 1978：377－380，更一般性的介绍参见Stassen 1985：14）。





关系小句在形态句法表达上有差异。不少语言并不用句法手段，而是用形态手段来表达我们一般凭直觉，即语义，可确定为关系小句的东西（Comrie 1989：143）。

通常理解的“语义”实际上过于狭窄。诸多的语用特性，如语篇结构（从打招呼的形式到语篇衔接词anyway“无论如何”之类，再到小句的信息结构）和会话语境（诸如谦敬表达或会话者的地位）也对语言学家所关心的跨语言的形态句法现象的确定起一定的作用。语义对音系比较来说是无关的。对于语音结构的跨语言比较而言，则必须以语音实现为基础进行分析（见下文）。这些参数都基本上是外部的（external）
 ，即是在句法、语义和音系结构本身之外的。因此，跨语言可比性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关于语法范畴的外部定义（不过请先看下文）。

对跨语言可比性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认识，已经形成了一个类型学标准研究策略：





（i）确定有兴趣研究的特定语义（语用）结构或情景类型；

（ii）考查对这种情景类型进行编码（encode）
 的形态句法构式或策略（strategies）
 ；

（iii）搜寻这种情景类型使用的构式与其他因素间的依存关系，即与其他的结构特征、与由该构式所表达的其他外在功能的依存关系，或者同时与这两者的依存关系。





对跨语言可比性的这种解决方式暗示了形式与外在功能之间的联系。类型分类（类型学概括和解释的前提）要求对语言的形式与其功能的关系进行跨语言分析。这一点还值得进一步讨论，因为这在当代语言学理论中尚有争议。

许多语法范畴通过语义手段确定出来，也没有严重争议。举个例子，如果想发现表示时或体范畴的动词后缀，人们就会考查其意义和用法，而不是任何形式特性。在这些范畴中，跨语言可比性的困难主要在于同一种形式而（常见地）兼具多种功能。跨语言比较里主要产生问题的范畴是一些基本范畴的确定：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主语和宾语，中心语和修饰语，论元与附着成分，主句与小句等等（Croft 2001）。这些范畴无疑也是语言理论的中心范畴。一方面，这些范畴没有明显的功能上的（语义、语用或两者兼具的）定义，另一方面，一旦我们通过语义、语用手段确定了这些范畴，会发现这些语法范畴以及由其定义的范畴在不同语言里的确有相当大的结构差异。

跨语言的语法范畴确定的问题，其难度不宜夸大。多数情况下，单凭直觉都不难确定基本的语法范畴。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通过对句子及其组成部分的翻译进行考查来完成的，这当然是语义和语用的方法。另一方面，如果所考查的例子从直觉上不清楚，就暴露出用直觉确定跨语言的语法范畴的弱点（例如，英语Walking the dog is a chore“遛狗是件家务活儿”中的动名词walking“遛［动物］”是名词还是动词？）。

下面简要讨论一下确定“主语”时遇到的一些问题，以说明对外部功能的考虑是不可避免的。首先，不同语言中关于“主语”的语法关系在结构上是通过不同方式表达的：有用格标记的（包括附置词［adposition］
 ），有用标引（一致关系）的，有用语序的，有组合使用前述手段中的两项的。然而我们究竟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我们只是用一种涉及外部功能的跨语言定义来确定在每种语言中的主语是什么，这种外部功能包括诸如动作的施事和句子的话题之类的一些概念。

现在得有一个跨语言的手段来确定格/附置词、标引和语序。语序因其建立在说话单位的先后次序之上，有它的物理特性，似乎最容易直接观察到。但是须得确定每一个单位的语法范畴才能正确地确定出语序。例如，非洲约鲁巴语（Yoruba）主语可从其位于动词之前的这个位置而确定出来，但须得找出约鲁巴语的动词，更不必说得找出名词短语或至少是名词了（也更不必说得跨语言离析出句法单位，这个问题此处暂不讨论）。

从结构上看，跨语言的结构中的格/附置词与标引似乎也很难定义。格/附置词标记可以附着于由名词短语构成的论元，也可以是单独使用的小品词，有时甚至能附着在动词上，因此句法位置和依存性并不能作为跨语言定义的适当标准。






附着于主语：俄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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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小品词：罗马尼亚语（Nandris 1945：14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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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着于动词：Mokilese语（Harrison 1976：16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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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标记（一致性；见2.1.3）在句法上也至少同样多样化，可以是附于动词的词缀，可以是独立的小品词，也可以附着于句子其他成分，包括与标引指示物相同的名词短语上。






附着于动词：匈牙利语（Whitney 1944：1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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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小品词：Woleaian语（Sohn 1975：93）


（23）

[image: alt]



附着于其他成分：Ute语（第一个成分：Givón 1980a：31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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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着于包括名词短语在内的任一成分：Bartangi语（Payne 1980：163,165；可比较Santali语，见Sadock 1991：14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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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形态句法的依存关系，如主语的格标记、动词的一致关系等，提供不了或者说至少单独提供不了准确无误的跨语言定义。更恰当的定义则是：格标记/附置词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
 ，是表示名词短语与动词之间语义关系的语素；而一致关系则是标引性的（indexical）
 ，是表示论元本身的语素（Croft 1988；2.1）。这个定义实质上是语义的。

如果假定了一个符合我们直觉的关于格标记和一致关系的跨语言定义，我们则又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对“主语”的直觉概念是建立在英语主语（或用Whorf ［1956：138］的术语来说，是“一般标准欧洲语言”的主语）基础之上的，具体地说，是建立在英语动词所表示的事件与主语所表示的参与者之间的语义关系上的。经过对更具“异域性”（exotic）语言的考查，我们会发现利用某些格标记或一致关系形式所确定的所谓“主语”与英语并不对应，或者说英语主语与其他语言的主语并不一致。例如下面三个Chechen-Ingush语（Nichols 1984：186）例句英译的“主语”就表现出差异很大的格标记和标引形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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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把动词标引的主格名词短语确定为主语，那么第二个和第三个句子中的“这本书”则成了“主语”。假如我们把施格或与格名词短语或两者都视为“主语”，第一个句子则没有主语。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处理，我们都必须考虑主语同动词之间的实际语义关系（见5.4）。因此有效的跨语言“主语”定义会似乎不可避免地涉及外部属性。

部分地从结构上对语法范畴进行跨语言的定义也是可能的。许多语法构式是通过主语、名词、动词等基本的语法范畴来定义的，前文已经讨论了对这些基本范畴进行跨语言定义的困难之处。如果这些基本范畴可以依靠外在定义确定下来，我们就可以为该构式确定出派生的结构（derived structural）
 定义。例如，被动态构式的主语，可通过该构式中被动态动词的主语即是相应主动态动词的宾语这种方式得以确定。一旦运用外在要素确定了主语、动词、宾语和主动态构式，这种结构性的被动态定义就可用于跨语言的被动态的确定。

选择纯外在的还是派生的结构定义，这要看类型学研究的目标。例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虚拟语气的外在的和派生的结构定义。外在定义即是虚拟小句所表示的情形是非现实的。而用派生的结构定义，虚拟小句则是：（1）其主语和宾语表达与一般陈述性主句相同；（2）动词词形变化与一般陈述性主句相区别。第一点试图把虚拟小句与其他多种非定式的小句区别开来，第二点旨在区别虚拟与陈述。外在定义对情态（modality）的类型学研究更有用处（例如：Palmer 1986；Bybee，Perkins & Pagliuca 1994），而派生的结构定义被证实更便于研究复杂的句子结构（例如：Stassen 1985; Koptjevskaja-Tamm 1993; Croft 2001：第九章；Cristofaro 2003）。

并非所有基于外部的定义都是平等的。例如在寻找有效的跨语言“主语”定义时，人们一般不用诸如“雷电击中了树”或“我喜欢香蕉”之类，而是更可能用“我折断了棍子”或者“他杀了山羊”之类。按说并无理由认为后两个句子比前两个更容易定义主语，无论选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确定相关的谓词－论元关系，并确定其为“主语”。不过，有关语法范畴的先于理论的直觉强烈地告诉我们，某一些外部的定义是比另外一些更好的跨语言标准，对相关语言现象的详细分析一般会证实这些直觉的正确性。因此我们用生命度强的施事的身体动作来确定“主语”，用拥有关系来定义“（可让渡的）拥有”等等。

当然，这些选择只是建立在先于理论的直觉基础之上，这些直觉也有可能是错的。例如许多语言学家，如Faltz（1978），用动词“给”的接受者来定义与格形式（dative），可是另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在很多语言里……‘给’是个在句法上很不典型的双及物动词……选择它总需要用许多相似配价的动词进行再验证。”（Borg & Comrie 1984：123）。对单一样本的依赖将会导致把类型学概括建立在过于狭窄的经验基础之上。重要的是跨语言事实。最好的外在定义得出的范畴，能概括出更一致的跨语言结构形式和语法行为（分布规律）。实际上，跨语言研究必须拓宽语义范围以发现最好的跨语言定义。

在音系学方面，跨语言比较也有一些问题。英语/p/与俄语/p/的对应主要是基于他们具有发音和声学上的相似性，即他们的外部音值的相似性。另外，提出［p］
 范畴是包括［t］
 和［k］
 （见5.5）的塞音层级类型格局中的成员，就意味着［p］
 的发音与声学特征与［t］
 有某种关系，其语音表现让我们把它们归于同一个塞音层级中去。很难看到其他不同的标准，这是因为其他音位体系与英语有别，我们也许没有其他明显的办法能把英语的/p/与其他音系的音对应起来。

例如，如果比较的语言是区分不送气/p/与送气/ph/的印地语（Hindi），由于音位系统完全不同，因而无法通过音位体系来把英语的/p/与印地语的/p/对应起来。问题是很难判断英语的/p/与印地语哪个音位在语音上对应。英语/p/的多数音位变体是如印地语的/ph/般送气的；但是这些音位变体不像印地语的/ph/那样与不送气的/p/对立。多数音系类型学的研究是对音位数目清单（inventory）的比较，在诸如五元音系统或七元音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概括。不过从语音学角度来看，并非所有七元音系统都是一样的，具体的元音在声学上各不相同。用类型学的路子研究音系学，也得在语言体系与其外部（语音）实现之间的关系基础之上进行跨语言比较。

1.5　跨语言研究的语言采样

当今世界上大约有六千种语言。其中绝大多数完全没有记录过，或仅有最低限度的记录（比如仅有词表），其余语言的记录在质量上也良莠不齐。尽管如此，仍有上百种语言有良好的记录。如果有人观察到一种只在相当有限的几种语言中存在的现象（比如内破塞音［implosives］
 或数量类标记［numeral classifiers］
 ），那么事实上就可以考查所有发现的样本。例如，Greenberg（1970）在他关于声门辅音（glottalic consonants）的研究中，使用了一个包含一百五十种语言的样本，此样本对内破音来说，当时实际上已经是详尽的了（尽管对挤喉音［ejectives］
 还不算穷尽）。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得到的语言记录要远远多于类型学家在最现实的类型学研究中可操控的量，因此，类型学家须得在研究跨语言变化时仅使用这些语言的一个子集（subset），即一个样本（sample）
 。可是采用语言材料的子集，就出现两个方法论上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种样本可能捕捉不到所有的语言学多样性。例如英语被动语态形式：





（29）

The boy was
 taken
 to school （by
 his parents）.

男孩被（他的父母）带到了学校。





英语被动态形式与主动态的不同表现在前者不但多了两个词，辅助动词be和前置词by，还加有动词的变形（过去分词形式）。其他欧洲语言有结构化的被动语态，因此人们可能会假设被动语态包括了辅助动词或者支配施事短语的前置词，或者两者兼有。实际上并非如此。像其他语言一样，Lummi语的被动语态并没有辅助动词，只有动词的词形变化（Jelinek和Demers 1983：16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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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ara语则是一种更罕见的类型，被动语态中的动词形式没有明显被动标志（Chris Culy，个人交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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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视为两个语法属性之间有理论意义的重要关系却可能是偶然现象。例如，有人提出，如果没有强制性独立主语代词即会有标引，这样一种互相为条件的概括（即“Taraldsen概括”［Taraldsen 1980］；可参见Huang 1984：534）。此假设的基础是英语必须带有强制性主语名词，但标引很少见，许多欧洲语言（所谓的代词脱落［pro-drop］
 或空主语［null-subject］
 语言）没有强制性主语代词，但拥有丰富的标引系统。这种区别如（32）中的英语例子和（33）中的西班牙语例子所示：





（32a）


I
 ate the bread.

我吃了那面包。

（32b）

*Ate the bread.

吃那面包。

（33a）


Yo
 comé （Tú
 comiste, ÉI/Ella
 comió， etc.） el pan.

我吃了（你吃了，他/她吃了，等）面包。

（33b）

Comé（comiste, comió, etc.） el plan.

吃了（你吃了，他/她吃了，等）面包。





然而，据一项类型学研究（Gilligan 1987：131－32）所示，有许多种语言，事实上比英语这种类型还多的语言既没有强制的独立主语代词，也不用标引（又见Huang 1984）。这些语言包括日语、汉语和Rennellese语。以后者为例（Elbert和Momberg 196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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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问题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样本来处理。一种是多样性样本（variety sample）
 ，其子集是为了最大可能地捕捉所研究现象中所有的语言学多样性。另一种是概率性样本（probability sample）
 ，在此样本中，事先可知它相对于另一样本被选取的概率性（Bell 1978：127）。也就是说，我们事先就知道挑选这一组语言而不是另一组的可能性，因此可以确定所挑选的样本属性中的哪些相关性是重要的。对多样性样本和概率性样本的建构研究已有很多。这里我们将简单讨论一下这类样本建构中隐含的一些问题。不过，可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研究者一定不可忘记采样过程的最初目标。其他除采样之外的解决方案，可以允许我们处理多样性的捕捉以及显著关联性的确定问题。

多样性样本背后的普遍原理是，全面捕捉语言多样性的最佳途径是选择那些相互之间已经独立够久的语言，所研究的语法现象在这些语言中已经发展出自己的表达策略。即分离的时间越久，差异的可能性越大（Bell 1978：146－47）。因此，构建多样性样本的关注点在于从不同亲属关系的语系中选择语言，样本够大的话，也可以在同一语系中选取多个语言，这时尽可能选择同一语系中关系最远的多个语言。这种类型的样本即是配额样本（quota sample）（Bell 1978：128）：将语言按谱系分类，然后在每类中选取同样数目的语言。

Rijkhoff及其同事已经设计出来一个构建多样性样本的方法（Rijkhoff et al. 1993；Rijkhoff和Bakker 1998）。Rijkhoff等人使用谱系树的结构以选择语言样本，他们为样本中不同数量的语言的采样提供了范例。他们证明了自己的方法无论对如Ruhlen（1987）那样的可归类时间深度很深（古代）语言的谱系分类，还是如Ethnologue （“世界民族语言总汇”，Grimes 2000）这样年代较浅的谱系分类，其结果是相同的。

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谱系树结构代表语言分化的时间深度，还有不少问题。每一个谱系层级上的分支数目决定多样性的值，然而，每一个层级上的分支数目，以及最终得到的层级本身的数目，是某语系研究深度、语系假设被接受的程度以及几种相互竞争中的语系假设的选取的函数（比如Indo-Hittite语系有两个起始分支［Anatolian和它之外的其他的语言］，而印欧语系则有10个起始分支）。另外，如果某语系的分支比另一语系的分支古老得多，则其分支在多样性采样中就应当占有更大的比重，因为这样的古老的分支经历了更多的时间来产生类型学分化。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分支间的相对时间深度对分支结构进行校准（Bell 1978：147）。尽管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已经出现了一些主观性的估算，而且利用词汇统计学的方法也可能对相对时间深度进行比较（关于这种方法的支持证据请参阅Kaufman 1990：26－27和Lohr 1998：26－32）。另一个在使用多样性采样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就是，要使得样本在地理分布上最大化，因为类型学的特征会有地域性的扩散（见下文进一步的讨论）。

然而，即使改进了的多样性的采样也不能捕捉到语言多样性的重要特征。多样性采样的设计是用来捕捉变异的范围，即世界语言中所发现的极端的结构类型差异。尤其是在小的样本里，一个好的多样性采样可以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即其结构类型比实际存在的情形更有离散性。但是，语言多样化的另一个特征是两个极端类型之间具有中间类型。中间类型之所以能够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具有渐变性的特点（参见第八章，以及Croft 2001：第八章），因此，在谱系上（或地域上）紧密联系着的语言间最容易发现中间类型。但由于依赖于这种变化的相对速度，中间类型可能很少见。此外，因为它们可能是具有更多共同类型的关系密切的亲属语言，因而它们不易在多样性采样中捕捉到。

例如，Salishan诸语言的语态体系就有极大的多样性。上文已经谈到了Lummi语的被动态：受事引起主语标引，而施事受一个前置词支配。Upriver Halkomelem语中的被动态则稍有不同（Galloway 1993：42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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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事位于主语位置，不过引起了一组特殊的标引后缀，而施事并没有受前置词支配，动词也缺少清楚的被动态后缀。Bella Coolla中的被动态则又是另一种情况（Forrest 1994：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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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受事引起了一套特殊的标引后缀（与Upriver Halkomelem语类似），而施事则被一个前置词支配（与Lummi语类似）。

为了捕捉到既有极端类型又有中间类型的范围完备的语言多样性，我们既需要在谱系上的分散的多样性采样，也需要在区域上的分散的多样性采样，同时还要考查其内部差异大的语系内的密切关联的语言。

为了确定诸如可选性人称代词与一致性之间的关联这类语法属性间的显著的关联性，有必要使用概率性采样。不过在概率性采样中，对统计的要求则更严格一些：样本必须包含属性组合的独立出现，对语言来说，这便意味着历史上属性组合出现的历史独立性。

在两种情况下，属性的出现不具备历史独立性：一种情况是源于同一祖语的亲属语言，另一种情况则是有接触关系的语言。例如，俄语和捷克语里都有一对区分位置表达和运动表达的构式，在表示运动和位置的时候所用到的前置词是同一个，只不过在表示位置的时候用的是位置格，表示运动的时候用的是受格。






捷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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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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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据也许可以提出，如果某种语言即使用附置词又使用格词缀来表达语法关系，那么用来区别运动和位置的则是格标记。不过上引俄语和捷克语的相似性显然是同源所致。实际的形态亦是同源的，类似的区别出现在古教堂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onic）中，它一般被认为是同捷克语与俄语的共同祖语——共同斯拉夫语（Common Slavic），关系密切（Schmalstieg 1976：180,183）。因此，俄语和捷克语这两例语言现象并无历史独立性，它们只是同一语言（共同斯拉夫语）中的同一种情况，这种现象一直存留到其后代语言（捷克语和俄语）中。

导致两种语言现象并不是独立出现的原因并不限于同源关系，区域接触也可以引起相似性借用。这种现象可以借用巴尔干诸语言（Balkans）之间的结构相似性来说明（见Sandfeld 1930；Comrie 1989：205－207；Campbell，Kaufman和Smith-Stark 1986：559－560）。这一区域的语言有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这些语言都是印欧语系的语言，不过它们分别处于印欧语系的不同分支。这些语言中产生了一些结构特征，这些特征既不存在于其祖语中，也未见于它们处于巴尔干地区之外的兄弟语言。例如，这些语言大多都避免使用动词不定式（infinitival verbal forms）来表达补足语，祖语中曾出现过的不定式现象在这些语言中都已经丧失。此外，这些语言都产生了附着性或后加缀式的定冠词的结构。我们不能只以这三种语言的证据就在这两组特征之间建立类型上的关联，因为这些语言中的这两种演变很可能源于巴尔干地区的语言接触，在历史上是同一个现象。因此这里只把它算作一例不定式缺失与后附定冠词之间的关联。

一般认为地域上或谱系上的广泛的分布可以保证语言现象出现的独立性。因此，类型学上大多数概率性采样是分层的概率采样（Bell 1978：138），按照谱系属性、地域属性或两者的结合来分层。地域和谱系分布的广泛性既不是历史独立性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的充分条件。首先，在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中出现的两种现象，即使属于同源的形式，也可能在历史上是独立的。例如，西班牙语和俄罗斯语都出现这样的例子，它们都用反身语素作为某些语义类的动词的中间态（middle voice）的标记，同时也用作一般被动态及其他构式类型的标记。这两组现象可以认为在历史上是独立的：这种现象在罗曼语言中开始发展的时候，在斯拉夫语言中的演变已基本结束，而且这两组语言在罗曼语言有此发展的时期并无接触关系，因此尽管两种语言都是印欧语系的语言，也都在欧洲，而且这里所涉及的语素在两种语言中是同源的（西班牙语se，俄语sja），我们仍然把这种反身语素用作中间态标记的情况视为这两种语言里独立出现的现象。

相反地，谱系上的或者区域上的距离也未必能保证语言现象实例在历史上的独立性。Fula语是Niger-Kordofanian语系Niger-Congo语族中大西洋语支的语言，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Kinyarwanda语是东非卢旺达地区的一种班图（Bantu）语言，语言关系处于中Niger-Congo语族的第十级下位分支，从亲属关系上与Fula语相距甚远。在平均分布的采样中如果取100种语言，这两种语言有可能同时入选。这两种语言无标记的语序都是SVO形式。很有可能都保留了原始Niger-Congo语的SVO语序，因为多数Niger-Congo语言都是SVO这种语序，仅有个别零星的SOV语序语言（参见Hawkins 1983：28－31关于更多采样的描述）
〔2〕

 。可见，在为研究主语、动词和宾语的语序而进行的数目为100种语言的样本中，我们也很可能遇到历史上相同的见于Niger-Congo多数语言的现象。

当然这个问题与所考查的现象本身的稳固性有关，高度不稳固的现象源于同一祖语的可能性就很小（Greenberg 1974a：40；Bell 1978：141；Dryer 1989a：262）。不过，对于更为稳固的现象来说，实例的历史独立性则是十分严肃的问题。Dryer （1989a）认为至少在语序方面存在着非常大区域的语言扩散，比如欧亚、非洲和北美洲地区。

概率性采样的第二个问题，是从不同语系和地区中选取语言的比例问题。Bell仅仅建议分层采样中“（在每类中的）数目与该类大小成比例，而数目也可能决定于其他标准”（Bell 1978：138）。一种方法是对每一地域或同源的语言都按比例分布来采样，比如，确保采样中的印欧语言数目跟世界上印欧语系的语言总数成比例（见Bell 1978：138；Tomlin 1986：24－29）。

为了确定样本中语言的合适分布，我们需要了解世界上语言的分布，如有多少语言是印欧语言，有多少是南岛语言等。不过我们并不知道语言的分布，因为语言的定义本身就有问题。我们何以得知德语的Swabian“方言”只是德语的一个方言，而不应该算作日耳曼语族中的另一种语言，我们又如何知道在Vanuatu的Epi小岛上只有1640人使用的五种语言Bierebo，Baki，Mari，Bieria和Lewo是不同的语言（依Wurm和Hattôri 1981）而都应归于南岛语言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而且可能永远不知道，因为语言与方言的区别不但涉及语言因素，而且涉及非语言因素（例如，Chambers and Trudgill 1980：3－4；Croft 2000：13－20）。

Dryer（1989a）设计了一种处理这个问题及历史独立性问题的采样方法，即他用来研究语序的方法（例如，Dryer 1988；1991；1992a）。Dryer把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分支分层到语族类（genus）
 ，即与印欧语言的主要语族对等的层次（比较Bell 1978：147，他在其中用了更深一些的时间层次）。他的方法并不是从每一个语族类里取出一种语言，而是把该语族的所有语言放在一起。例如，如果它们都是SOV结构的语言材料，那么从语言材料数据可以得出SOV结构；如果有的语言是SVO的顺序，那么就存在两种数据结果，一种是SOV，一种是SVO。Dryer还提出了六个语言大陆区域：非洲、欧亚、东南亚及大洋洲、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北美和南美。他用同样方式把语言归入各大陆区域之中，并由此假定有六种独立的情形（更精确地说是12种，因为在每个区域里他总是区分动－宾结构和宾－动结构）。

Dryer的办法是让我们把手头所有的材料放在一起考虑，以使实例独立性的问题降到最低。但这种方法也有其困难之处，一是同源因素和地域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Dryer的方法实质上假定同源因素在浅时间层次上更为重要，地域因素则在更深的层次上起作用。然而，同源与地域的因素很可能因所研究语法现象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稳固的语言现象可能既对内部变化产生抗拒力，也对外部（通过接触扩散的）变化有抗拒力。稳固的语言现象能够在同源的语系中存留下来，因此其谱系分层在更深的时间层次上更为关键；不稳固的语言现象或者是由于内部原因或者是由于外部扩散产生变化，因此地域的分层可能更为重要。设计最佳的以统计学为目的的概率性采样分层时，有必要了解语法现象的谱系分布和地域分布，这正是Perkins所主张的（Perkins 1989）。Perkins描述了确定实例独立性的统计学测试，提出在一百种语言——也可能是四五十种语言基础上的采样是有道理的。为了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必须构造出一个大样本，然后在其中提取出一个可论证的独立实例的子集。

Dryer以语族类而不以单个语言为单位，是为了避免像Bantu和Oceanic语言那样由于地域分布广而历史同源关系层次浅而带来的偏误。这两个语系各有上百种语言，而只分别属于一个语族类（比较Bell 1978：146－149），这是个外部的历史事件（Dryer 1989a：259－260）。Dryer汇合语言的这种技术，基本上可以把样本拉回约公元前1000年（即一个语族类的大约时间深度）世界上的语言状态，因为如果整个语族类是SOV的话，那么整个原始语言就可能是SOV顺序。例如Dryer认为那个时候SOV语言比现在更多，因为晚近扩展的Bantu和Oceanic语系的语言都是SVO语言，这两组语言占全世界语言数目的10％（均有500到600种），而它们在语族类中只占0.4％。

不过，约公元前1000年的语言情况本身也因受当时存在的大的语系的影响而有偏向，而且，从那时到现在存留下来的这些语系（我们唯一可以构造出来的样本），也会因当时存在的其他语言的灭绝这些外部历史事件而产生偏向，那些灭绝的语言情况正如被现今的Bantu和Oceanic诸语言所替代的语言。也可能公元前1000年存在而后来没存留下来的语言是SVO结构的，那么SOV和SVO语言的比例关系从那时到现在也许并没有大的改变。不过用Dryer的办法，这六个语言区域是分别对待的。在目前这六个区域里，SOV/SVO这样的属性分布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偏误的可能性只有0.05，这在概率上是可以接受的（Matthew Dryer，个人交流）。

另外，如果公元前1000年存在任何包括很大数目语言的语族类，这些语言的数目也会被历史所削减。公元前1000年的语族类很可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这个层次有时被称为语族群［stock］

 ，例如，Nichols 1992）。可是任何曾有过的语族群拥有的语族类数目，都无法跟现在的Bantu和Oceanic语族类所拥有的语言数相比（感谢Matthew Dryer指出这一事实）。另外，Bantu语、Oceanic语和某些其他语族类中的巨大语言数目很可能只是在近代人类历史上才出现的独特现象。语言的密度与语言集团的生态危险性成反比关系（Nettle 1999：第四章）——接近赤道热带地区的Bantu和Oceanic语言的生态危险性是最低的，因而得到了扩展。然而，这种热带低生态危险性的存在只是在最后一个冰川世纪末期才出现的（Klein 1999：60）。此外，Bantu语、Oceanic语及其他大的语族类的扩展很可能与农业的扩展相伴随（Bellwood 1997），这种现象也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发展（不过，最近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的Pama-Nyungan语族类扩展到了172种，说明狩猎搜集集团也可以在一个相对高生态危险性地区显著地扩展语言）。

还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现在的语言数目是否已经达到了概率上的稳定分布，也就是说，目前语言类型的比例是否已基本上跟语言的随机产生和消亡过程不相关了（Maslova 2000：312－313）。一个稳定的分布意味着语言已经历足够长的时间而有可能经历过所有的相关类型（例如，某语言从SVO发展到SOV，再发展到VSO，再发展到其他种种类型，然后再重新开始循环下去）。如果还没经历过那么多的时间，相关语言类型的分布也可能只反映了开始的分布外加一些附加演变，还没有稳定成为类型的中性概率分布。Maslova认为，我们并不能肯定，相对于历史上第一组人类语言类型出现的历史事实来说，现在的语言情况就是稳定的分布。Dryer（2000：345－347）也认为，相对于向大洋洲的扩张这类人类重大事件来说，现在的语言情况还不是稳定状态。

对多样性采样来说，我们不能无视概率性采样的目标，即发现语法属性之间的显著理论性关联。如果目前世界语言并不是一个稳定分布状态，那么我们不能仅依靠概率性采样来确定语法属性之间的关联。这种联系可以直接从语言演变过程中观察出来，或通过直接记录（如果可能的话）和比较研究而来。例如，如果属性A（如属格与名词之间的联系）与属性B（宾语和动词之间的相对位置）有联系，那么一个语言演变到了B类的，也应（相对快地）演变到A类。这种演变是Maslova所谓的转移概率（transition probabilities），即语言所属不同结构类型的转移概率（Maslova 2000：328－329）。事实上，Bell写道：“我认为在［对语言共性］的研究中，应当是对语言演变进行采样而不是对语言本身进行采样”（Bell 1978：146）。Maslova最近提出了一种双向类型分类（从A类到B类间的双向转移概率）的逼近方法，这个方法是构造出紧密相关的语言中一对样本的概率，即样本两者都是A类、两者都是B类、或者分成单独A、B两类各种情况的概率（Maslova 2002）。这个方法可以扩展到更为复杂的类型分类当中去。

这是类型学研究的注意力转向历时类型学的原因之一（见第八章）。事实上，考查语言类型的分布，无论以时间深度的深浅同异为角度，还是以区域和地形的大小同异为角度，通常都会像细心设计的概率性样本一样，都会给予我们类型之间语法交互关系的启发。

1.6　语料来源

最后有个问题，即类型学研究中实际使用的语料的质量问题。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哪位类型学家对研究采样中的所有语言的知识都无法达到专家的程度，更不用说达到受过语言学训练的本族语使用者的程度。因此类型学家必须依赖所使用的语料的真实性。类型学家所采用的材料来源有对本族语使用者的诱发调查，文本语料和描写语法。

遗憾的是，如果采样很大且十分多样化，那么对本族语使用者的语言调查则是行不通的。语言调查也还有自身的问题，由于对语法信息的诱发并不是在自然情景下进行的，因而提供的语料并不总能准确地代表实际语言使用情况。具体来说，被调查人可能并未提供实际用法，而提供的是对这些用法不成体系的感知，这种感知带有对言语形式或对调查人的社会态度（如向调查人提供更恰当的回答）。此外，语言学家对信息的诱发具有选择性，与某语言现象有关的重要信息未必能被精确地诱导出来，因为它未符合语言学家的预期。正如Comrie所言：“诱发的技巧和诱发的情景会产生出语言结构与诱发者对其感知之间的数个中间阶段。”（Comrie 1983：909）。

为了解决调查几十上百种语言的使用者这种不可操作性的问题，最近出现了一种方法，即设计出诱发数据的调查问卷（Dahl 1985），并将这些调查问卷分发给那些愿意填写的本族语使用者和语言调查专家。然而，设计那种能诱发出准确信息的调查问卷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任何一位社会学家都会证明这一点。调查问卷跟田野调查的诱发在本质上一样，前者只是人不在当面而已。因此它也带有跟调查诱发相同的那些问题，而且表现程度更大，因而是靠不住的。

另一种可用于类型学研究的相当直接的语料形式是文本材料（例如Myhill 1992）。这类材料的优点在于它是实际的语言材料，没有经过设计人为的诱发环境或掺杂被调查人的自我感知。此外，文本材料数量大，这对类型学分析至为重要（参见第四、七、八章）。然而，即便是文本材料，也会有一些困难之处。大部分文本材料是叙述性的，有的本来是文学或宗教作品，面对面交谈的文本材料相当稀少。有时如果考查的现象比较罕见，在一组材料里会找不到或者很难找到相关的语料。最后，语素转写和自由翻译有可能捕捉不到适当的解释。一般需要经常就释义问题询问被调查人，这一点通常又办不到。即便有人可问，也会因没有了原始语境，本来的意思并不是都能重建出来的。

这样还剩下的一种就是由操本族语者和田野调查者撰写的描写语法。描写语法跟上文讨论的两种材料来源相比有个明显的优势，即它摆脱了调查人因某一特定语法现象而使用的不正确的诱发技术带来的偏差，描写语法是对某一语法体系相对综合的描写。当然描写语法在综合性方面各有差异，并且其细节的缺乏也给类型学家带来了问题，尤其是要研究的是一些相当深奥的现象的时候。描写语法的作者们也有潜在的偏向性，如本族语使用者的语言态度或语言学家对某语言接触时间多少和他的理论取向。文本材料对语法的补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对作者的这些偏差有所校正。最后，描写语法的综合性只有在类型学家使用时才有其价值。正如Greenberg有次在课堂上所说的：“你们要去多个语法当中闲溜达，而不能只从某个语法里挑个事实出来了事。”

描写语法自然要比取材于第一手材料汇编而成的第二手材料优越。汇编时对材料的选择和解释通常因分析者的假设和语言知识的影响而有所偏向，他们的语言知识至多也只是间接的。第二手材料一定要用它所取材的第一手材料进行确认（参见Mallinson & Blake 1981：14－15，Holisky 1987：106－108，122）。

上述关于语言材料的考虑，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是所有语言分析都要面对的，并不局限于类型学分析。此问题对类型学家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处理大量语言中的大量材料，其中大部分语料必须依赖间接知识。对本族语使用者的语言调查、实际文本和描写语法，这些都不是完美无瑕的，但都会提供相关的语料，只是在使用中要加以甄别。

注释


〔1〕
 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此类语料会发表在别的地方。Keenan & Comrie有关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Hierarchy）的研究（Keenan & Comrie 1977，见第五章）后来终于发表在另外一个刊物上（Keenan & Comrie 1979），Maxwell关于线性化（linearization）的研究（Maxwell 1984）语料在一个语言学系发表（Maxwell 1985）。Kaufmann关于（宽泛意义上的）欧洲语言状语从属连接词（adverbial subordinator）研究（Kaufmann 1997）的语料由LINCOM Europa出版公司以磁碟形式发表。


〔2〕
 这一点不无争议。Heine和Reh（1984：186－214）和Claudi（1993）认为原来的语序为SVO，而Givón（1975a）和Hyman（1975）认为原来的语序为SOV，Gensler（1997）则认为是SAuxOV。


第二章　类型学分类

类型学分类是描述跨语言之间某些语法参项——例如语法上的数或关系小句的构成——在不同语言中具有不同语言结构类型的过程。现代语言学的历史始于19世纪的语言分类，而类型学分类，则是具有现代语言学意义的最早的类型学。从那时起语言类型的概念有点变化，尤其是在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下（“类型学”这个术语，在1901年首次用于语言学中；Gabelentz 1901/1972：481）。以下部分将描述当前的语言结构类型的概念，它有时被称作策略（strategy）
 ，结论部分将要讨论形态类型学和发生在语言结构类型概念演化中的主要概念变化。

以类型学分析为目的进行某一语法现象的跨语言比较时，通常步骤是调查讨论中的这个现象的不同结构形式。在形态句法中，这个现象通常是一个语法构式，由于在语言中实际发现的结构变异的程度不同，这个语法构式经常以外部基础来准确地定义（见1.3）。因而，给定某个范畴的某一外部定义，比如关系小句的定义；人们可以把跨语言的用于表达或说明这种外部定义的语言结构分类。这些结构被称为类型（types）
 或策略（strategies）
 。这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类型学，是形态句法现象的一种跨语言的结构分类。

2.1　形态句法结构的跨语言有效描述

在1.4中，我们认为跨语言的比较最终必须以外部功能定义为基础。但是，人们必须有跨语言的有效方式来描述形式语法结构。这一部分就介绍这样一个系统。

为了举例说明跨语言结构类型的分类，我们用所有格构式的例子，所有格构式被定义为当说话人想要提到被占有物（possessum）
 （被占有的项目）时用的表示所有权的语义关系，即这种被占有物是所有格名词短语的中心语，而所有者（possessor）
 是它的修饰语。这个例子有相对简单的（与小句层面的结构相比，例如关系小句和比较句）和相对没有争议的（与语法上的主语相比）优点。

这里提供的所有格构式的类型不是穷尽性的（见2.3），这就无法对这个语法领域的复杂性给出完备的说明。这是有意展示语言使用的形态句法策略的范围，而不是介绍所有格构式的详尽多样性。所有格构式展示了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的范围。所有格构式展示了形态句法策略在实践中用来连接两个语素或者句法成分的全部范围，因此可以对出现在本书中的基本语法结构做有用的介绍。但是，在个别情况下，我们还会利用其他构式的例子。

我们首先描述不包括附加语素来表达所有者和被占有物关系的简单策略。接着，我们描述有附加语素的策略，或者是关系的（编码关系本身）或者是标引的（标引关系的成员之一，见1.4）。接着再看一些包括附加语素的语法化程度更高的策略。

2.1.1　简单策略

第一套构式是除了用于表达所有者和被占有物形式之外，不包括其他附加语素的构式。最简单的策略是所有者和被占有物以一种顺序或另一种顺序的并列（juxtaposition）
 ，没有任何形态上的附加装置或任一成分的替换。这种策略非常普遍：






约鲁巴语（Yoruba）（Rowlands 1969：4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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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on（Davies 1981：5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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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策略是形态上的串接（concatenation）
 。缀加是串接的一种类型，在这种类型中，所有者在形态上是中心名词（被占有物）的一个词缀。它和代词所有者一起出现是最普遍的，代词是词缀：






提格雷语（Tigre）（Raz 1983：3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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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偶尔它也会和名词性所有者一起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它被称为复合，因为它包括主要句法范畴的两个词根：






基奥瓦语（Kiowa）（Watkins 1984：10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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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加和复合在历史上是从并列发展而来的：并列的成分成为形态上不自由的成分。

第三种策略，融合（fusion）
 ，把两个成分，所有者和被占有物，结合或者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融合是很少见的，但是在一些语言中和基本的亲属术语和代词所有者（也就是所有格修饰语）一起出现。






Lakhota（Buechel 1939：1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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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你的妈妈/他的，她的妈妈





融合可能来自代名词所有者和亲属术语的复合，可能是不可再分析的亲属术语的异根形式。

2.1.2　关系策略

下一套策略涉及采用某个附加语素来编码所有者和被占有物之间的关系。根据1.4中的定义，我们区分为关系语素和标引语素。关系语素和标引语素起源于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
 （见8.3）过程中的一个词项，这一词项进一步演化，直到它们的关系或标引特征不能被识别的程度。因此，语素类型之间的边界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这里将要讨论语素类型及其历时发展。

关系语素被称为格标记（case markers）
 ，不自由关系语素被称为格词缀（case affixes）
 ，而自由关系语素被称为附置词（adpositions）
 （前置词在前后置词在后）。例（6）举了俄语的一个属格格词缀的例子，例（7）是保加利亚语（Bulgarian）的属格附置词的例子（Scatton 1983：31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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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时上，格词缀来自成为名词词缀的附置词（在某些情况下，附置词成为动词的词缀，就像我们在1.4中的Mokilese语中见到的，在这样的语境中，关系语素通常不被称为格标记）。附置词来自关系名词。例如，Tzutujil语附置词majk
 “因为，由于”从它的词汇意义“sin”发展而来（Dayley 198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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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置词也可能来自动词，这一动词与另一个动词构成一个系列动词构式。一个动词描述主要事件而另一个动词表明语义参与角色。例如，约鲁巴语动词fún
 执行与格功能，这一功能是从它的词汇意义“给”发展而来的（Bamgbose 1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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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附置词可能来自副词，就像在印欧语系的历史中发生的那样，其中像in
 （在……里面），out
 （出来），through
 （穿过）等等的方向副词已经成为附置词，例如英语They went in/through（the cave）
 “他们进入洞穴中”。

2.1.3　标引策略

最常见的标引语素被称为一致标记，协调标记，互指标记或者标引标记。一致这个术语虽然比其他术语用的更普遍，暗示着在话语中有一个短语和必须出现的“控制者（controller）
 一致”。事实上，经常不是这样，所以这里用标引（indexation）
 这个术语。

标引编码的依存关系根据它们是否编码人称的范畴自然分成两类，这两类依次对应着人称范畴是起源于人称代词还是指示代词。因为对这两类没有更好的术语来称呼，我将分别称它们为人称标引（person indexation）
 和非人称标引（nonperson indexation）
 。

人称标引可以用一个所有名词的标引和它的所有者来举例说明，像Mam语（England 1983：1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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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标引来自人称代词的附加装置，这种附加装置通常是附加在中心名词（或者是小句中的动词）上的，但是有时附加在另一个组构成分上，允许另一个名词短语附加补充（“加倍”）指称中前面的代词。最容易得到的产生人称标引的例子来自动词标引，而不是所有格标引（也见6.3.3）。下面的例子记录了加倍进程的演化。在Chichewa语中，如果宾语跟在动词后面，直接宾语的标引不会出现（例（11）），但是如果宾语在前是需要标引的（例（12）；Bresnan和Mchombo 1987：74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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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努里语（Kanuri）中，宾语标引标记可以单独出现（例（13）），但是当独立代词出现时，它的出现不是强制的（比较（14）和（15），Hutchison 1981：139，也见6.3.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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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称标引的典型例子有中心名词的性、数和（或）格中的形容词或其他修饰语的标引，就像在俄语中的所有格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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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中心语的修饰语构式中，修饰语就和普通名词中心语结合，似乎非人称标引起源于冠词（冠词则起源于指示代词）（Lehmann 1982b：70－74）。最容易得到的产生非人称标引的例子来自形容词标引，而不是所有格标引，所以我们必须再次离开所有格构式这个主题。

在现代希伯来语（Modern Hebrew）（和其古典先驱，圣经希伯来语［Biblical Hebrew］
 ）中，冠词和中心名词以及修饰语一起出现（Glinert 198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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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希腊语中，有两种名词修饰语构式同时存在，一种是名词后修饰语的表示强调的双重冠词构式，另一种是整个名词短语只有一个冠词的名词前修饰语构式（Holton、Mackridge和Philippaki-Warburton 199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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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所有格构式：在Supyire语中，代词－中心语的所有格短语用所有格代词形式wú
 ，这是为代词形式指示的名词的性而屈折的（Carlson 199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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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希腊语的形容词一样，在Supyire语中也有两种名词修饰语构式同时存在，一种是一个普通名词前修饰语构式，另一种是包含普通中心名词的两个代词形式的名词后修饰语构式，代词形式标引中心名词（Carlson 1994：20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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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类标记：标引的还是关系的？

有一类显性编码的依存关系，很难说它们与中心语是标引的还是相关的关系。这一类显性编码的依存关系被称为类标记（classifiers）
 。类标记用于各种各样的语言构式中，包括所有格构式。所有格类标记（possessive classifier）
 指明被占有物的属性。例（23）是Kosraean（Kusaiean）语中植物类标记的所有格构式（Lee 1975：117；所有者仅仅作为类标记上的一个人称后缀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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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格类标记不是类标记的唯一类型，事实上它们甚至不是最普遍的类标记类型。数的类标记（Numeral classifiers）
 经常在数的构式中发现，被选择的类标记反映了被数量化了的物体的属性。例（24）是Chrau语对长物体进行类标记的数构式的例子（Thomsa 197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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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类标记构式是动词类标记（verbal classifier）
 ，也不是普遍的，在这种构式中，一个单独的语素反映了某个论元的属性
〔1〕

 。这样，动词类标记看起来非常像人称标引。例（25）是喀多语（Caddo）中的有表示颗粒物质类标记的动词论元构式的例子（Chafe 1977：30，Mithun 1984：865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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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标记的主要历时来源是名词（Aikhenvald 2000：353）。类标记的一个普遍来源是一种重复构式，在这个构式中，名词或者某个名词复合的类属部分，和修饰语一起被重复使用，就像下面的Nakhi语指示代词构式（Aikhenvald 200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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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hun（1984）描述的动词类标记介绍了类标记来源的另一个途径。她称它们为类型IV名词组并，也就是引申出一个标引功能的名词组并。

大多数的类标记有名词来源，这强烈的暗示着类标记在属性上最终是标引性的：类标记表明了是句法关系成分之一的物体的分类。有利于这个结论的进一步证据是所有的类标记都有一个复指功能（Aikhenvald 2000：321）。但是，一些类标记，特别是所有格类标记（回到我们所有格的类型学分类），来源于动词（Lichtenberk 1983a）。例（27）是Manam语中有可食用物体类标记的所有格构式，和例（28）中有一般所有格类标记的例子相对立（Lichtenberk 1983a：158）：





（27）

[image: al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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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语言中很多除了可食用/可饮用/其他的，修饰所有格类标记系统的类标记在来源上都是名词性的。

2.1.5　语法化程度更高的策略

语法化过程可能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因为只有一个变体语素可用于编码依存关系，所以要区分一个标引标记究竟是标引的还是关系的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而且，它们的历时来源既是关系的也是标引的。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将简单地把这些语法化程度更高的编码的依存关系称为连接（linkers）
 。

历史上连接从格词缀派生出来的一个例子是英语所有格的后附词's，例子（29）中有说明：





（29a）

Theresa's
 shoes.

特里萨的鞋子。

（29b）

The Queen of England's
 dress.

英格兰女王的衣服。





英语所有格后附词来自古英语属格格后缀（这个观点曾引起争议，但是Allen［1997］已经雄辩地论证了它的唯一来源是属格格后缀）。它和格词缀不同的方面在于英语中没有其他格词缀和它相对立，而且它总是出现在所有者和被占有物之间（实际上是作为前者的一个后附词）。

例（30）（Mace 1962：19）中列举的波斯语（Persian）ezafe连接成分，来自一个关系代词，是标引标记：





（30）

[image: alt]






例（31）（Sohn 1975：106）中列举的Woleaian语所有格连接成分也来自一个标引语素：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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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eaian语连接相当于第三人称单数所有格标引词缀-l
 ，但是它现在用于单数和复数名词性所有者（第三人称复数标引词缀-r
 仍然用于代名词性所有者）。

摩洛哥阿拉伯语（Moroccan Arabic）连接来源于一个指示代词（Harrell 1962：202，所有格的语源学讨论见Harning 1980：112－11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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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尼斯阿拉伯语（Tunisian Arabic）中，有一个用一个词的所有格连接，这个词本来意为“占有”或“所有权”，因此像很多类标记一样有一个名词性来源（Harning 1980：10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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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第三个语素本身可以和这个构式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成分融合，成为不可分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种构式中特别发现了这个成分的特殊形式（special form）
 。所有者的特殊形式的例子一般和独立的代名词性所有者一起出现，就像在约鲁巴语中（Rowlands 1969：4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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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占有物的特殊形式的例子是闪语中发现的结构形式，例如叙利亚阿拉伯语（Syrian Arabic）（Cowell 1964：163）：





（35）

[image: alt]






注意特殊形式可能是它们词形变化上的对立形式的异根替换（就像约鲁巴语），或者仅仅是形态上的不规则替换形式（就像叙利亚阿拉伯语）。

2.1.6　小结

编码语法结构的不同策略和它们的历时关系如图2.1所示（改编自Croft 1995b：95：图4.1）。

[image: alt]


图2.1　依存关系编码的历时途径

图2.1介绍了描述语法结构的两种基本语法属性，我们增加了第三种语法属性，成分的顺序如下：





（i）附加语素：没有，关系的，标引的，连接（特殊形式）；

（ii）成分融合的程度：没有，串接，融合；

（iii）成分的顺序。





所有的三种属性以能在某个构式中确定离散成分为前提条件。其中部分属性是形式的，以什么成分能在话语中单独出现为基础，部分的是外部的，某种程度上形态分析必须涉及每个成分的离散意义。一旦我们假设一个构式的成分是可以识别的，那么成分的数量（即使出现了附加语素），它们融合的程度和它们的顺序就是话语的形式特点。附加语素的进一步分类是在外部被定义的。

某个语法构式可以根据这些特点来描述，这些特点可以以很多方式组合起来。例如，我们发现了包含附加语素的不同策略的各种组合，在这里列举其中一部分：






格词缀＋标引：土耳其语（Lewis 1967：4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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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Sierra Miwok（Freeland 1951：180）


（37）

[image: alt]



连接成分＋附置词：英语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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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根替换＋附置词：英语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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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必须描述符合上述（i）－（iii）的属格这样的复杂构式的多种特点。下面介绍对上面用到的属格构式中一些结构的分析：






约鲁巴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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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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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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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语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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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什么被分类了？

现在我们已经列举了描述跨语言的语法结构的基本方式。尽管还有一些变体没有列举，但所有的基本属格类型都已经描述了。另外，一些更复杂的属格类型，包括这些基本策略的组合，已经显示出类型学必须超出我们这里提供的语言释例范围。但是我们已有的释例已足以让我们提炼出类型学分类概念的两个重要观点。

类型学，在类型的跨语言分类意义上来说，经常被认为是把所有语言分成类的分类法，也就是语言类型（language types）
 的分类。例如，Mam语是一种标引属格语言类型，保加利亚语是一种附置词的属格语言类型等等。语言类型这个概念起源于19世纪的语言形态类型学观点（见2.3）。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语言类型进行分类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行的。大多数语言的某一构式有几个不同的结构类型可以使用，像属格。例如，英语有许多不同的构式，按照我们的外部定义来说，这些构式都是属格构式，但是它们呈现出几种不同的类型和类型的组合：





（40a）异根替换：
 my
 house“我的
 房子”

（40b）连接成分：
 Jan's
 house “Jan的
 房子”

（40c）附置词：
 the library of
 Boston“波士顿的
 图书馆”

（40d）连接＋附置词：
 a book of
 Jan's “Jan的
 一本书”

（40e）异根替换＋附置词：
 a book of mine
 “我的
 一本书”





我们可以说在the library of Boston
 “波士顿的图书馆”中列举的特殊属格构式属于附置词类型。这是我们在类型学中提炼出的第一个类型概念：一种结构类型在某一语言中通过某一构式呈现出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语言结构类型（linguistic types）
 的分类。一种语言可能不止有一种构式来表达不止一种语言结构类型。因此，从技术上说，人们不能说语言是一种类型或另一种类型，也不能说语言用一种策略或另一种策略。在评价一种语言像“OV语言”或“施格语言”时，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分别见第三章和第五章）。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论断必须和所用的OV语序或所用的施格形态的实际结构相结合。

虽然一般不可能说一种语言属于某一结构类型，例如附置词的属格类型，但是常常可以确定一种语言所用的许多结构类型中哪一种类型是基本（basic）
 类型。一种语言的基本类型可能在进行类型学概括上是有用的；例如，对基本语序类型的类型学概括已有很大成功。因此，说某种语言属于某种语言类型是合理的，而说某种构式属于某种结构类型却不合理。这就提出了确定一种语言对特定功能所用的几个结构类型中哪一种是基本类型的问题。有四个标准可以用来确认基本类型。我们将通过建立像英语中The chicken crossed the road
 “小鸡穿过马路”这样的SVO小句，以其中的主语（S）、动词（V）和宾语（O）的基本语序为例，来列举这些标准。

第一，如果这个构式被限定在一个语法次类中，那么它就是不太基本的类型。例如，英语存在构式有VS语序（41a），但是它只和动词的一个子集一起出现（比较41b），因此它不像SVO构式那么基本：





（41a）

There goes the ice cream truck.

冰淇淋卡车过去了。

（41b）

*There crashes the ice cream truck.

*冰淇淋卡车撞了。





第二，如果这个构式在语用上或者语义上是专用的，那么它就是不太基本的类型。例如，英语存在构式是用来把新的所指介绍到话语中来的。同样的，可以有OSV语序的英语话题化构式的宾语也需要一个特殊的信息地位（见Prince 1981）：





（42）

Philosophy I've always enjoyed.

哲学我一直很喜欢。





第三，如果这个构式在结构上不普遍——其典型特征一般会（虽然不总是这样）更加复杂——那么它就是不太基本的类型。例如，英语分裂构式，也可以有OSV语序，这个构式包含It、be的一个形式和一个关系小句的复杂结构（这也具有语用上专用的色彩）：





（43）


It's
 Hana that
 Federico likes.

Federico喜欢的是Hana。





第四，不频繁出现的构式是不太基本的类型。英语的基本SVO构式比存在的、话题化或者分裂构式都出现得频繁。Dryer已经提出颇有启发的建议，成为基本范畴类型的某个构式出现的频率至少是替换构式出现频率的两倍（假设只出现两种类型，就像VO和OV语序，Dryer 1989b：70－71）。

当缺乏其他更有效的结构证据时，简单的文本频率有时是判断基本性的直接因素。例如，在Derbyshire和Pullum（1981）对宾语在主语前的语言的调查中，他们不得不频繁的使用这个标准。频率标准看起来可能是“最后的手段”，但是它也是普遍采用和非常可靠的。语法上受限制的或者语义上/语用上专用的构式当然不是那么频繁出现的。虽然没有先验的原因期望结构上较复杂的构式是不频繁出现的，实际上却是这样，而且这种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类型学概括（见4.3）。

但是后一种概括有一些例外，例如，在现代美语中缺少助词的结构上最简单的陈述句构式，在语义上被限制在弱强制性或者劝告功能上（Bybee、Perkins和Pagliuca 1994：231）。对这种类型的例子有一个历史的解释（Bybee、Perkins和Pagliuca 1994：230－236；Haspelmath 1998c）。比较简单的构式用于现在时，并引申出比如虚拟语气的其他功能。它同样是最频繁的构式。但是，在现代美语中，一种更为复杂的构式——有助动词be的进行式——代替了现在时构式最频繁使用的功能，而比较简单的构式却被限制在不那么频繁使用的功能上。

当然，也许用这些标准来衡量的话，一种语言中没有一种构式是最基本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简单描述这种语言属于多重类型。但是这对类型学分类来说似乎是个问题，它对历时类型学研究非常有用，因为它经常表现一种语言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过渡（见8.2，8.4）。

最后应该注意的是，结构类型本身在形态句法上是复杂的可以分析的，就像在2.1中看到的那样。人们可以在它们结构特点子集的基础上，或者仅仅根据一个特点，构建构式的类型学分类，例如属格构式中属格所有者（G）和被占有名词（N）的相对顺序。

以个体结构特点为基础的语言结构类型是大多数类型学分析的基础。每个结构特点表现了作为跨语言概括基础的独立变量。这并不是说构式的更整体的观点不能揭示那些需要解释的重要的类型学概括。但是，分析结构特征使我们能构建诸如将要在第三章看到的重要的语言共性。例如，语序结构特征的分离使我们能构建蕴涵共性“SOV语序蕴涵GN语序”。如果证明在所有格构式中语序和附加语素的类型之间有依存关系，以至于不会存在有NG语序和形容词标引的语言，那么我们就能构建一个蕴涵共性来连接这两个特征：“所有格构式中的形容词标引蕴涵了GN语序。”如果构式更整体的分析是必要的，也就是结构特点的组合在蕴涵共性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就能用相关的结构特征的关联构建一个假想的共性：“如果所有格构式是GN，有标引前缀G，那么……”

因此，类型的结构分析对类型学分析是最基本的。为了做适当的类型列举，类型学的分析中类型的结构分析的必要性，像其他现代的语言研究方法一样，要归功于语言分析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2.3　形态类型学

语言的第一次类型学分类（也就是按照结构分类，而不是按照起源上的隶属关系分类）就是所谓的形态类型学（morphological typology）
 
〔2〕

 。虽然类型学分类经历了很多改进，19世纪发展起来的语言类型的基本描述还在广泛使用，因此，这里的讨论可以非常简洁（更全面的历史讨论，见Greenberg 1974a：第三章和其中引用的文献）。形态学分类在历时类型学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语法化的过程中（见8.3）。

最初的陈述（F. Schlegel 1808）把语言分成两个类型：缀加的和屈折的。Schlegel对这些类型的定义含糊不清，但是两者的区别大致在于：一种是语素的简单组合，另一种以语素在组合中的音韵交替为特征。Schlegel的兄弟August，增加了第三个类型：“没有结构”的语言（也就是既没有缀加也没有屈折），并以现代汉语作为范例（A. Schlegel 1818）。洪堡特增加了第四个类型，组并的（incorporating）
 ，来指称那些把动词和宾语看作一个词的北美语言（Humboldt 1825）。

Schleicher形态类型学的古典陈述，把语言分成三种类型：孤立的、粘着的和屈折的，分别与August von Schlegel的“没有结构的”、缀加的和屈折的相对应（Schleicher没有包括组并的类型；Schleicher 1859，引自Greenberg 1974a）。在古典陈述中，孤立（isolating）
 语完全不用词缀；粘着（agglutinative）
 语只在表明单个的语法范畴（例如数）时用词缀，并和比较小的音韵交替相串接；屈折（inflectional）
 语用的词缀经常把几个语法范畴（像数、性和格）融合成为一个语素，当与词根组合时经常有主要的音韵交替。

那时的语言类型学分类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类型学分类的现代概念。第一，分类只确认语言变化所依据的单一参项，词的形态结构。第二，它是把语言作为整体的分类，而不是语言的局部的分类。这两个特点也对洪堡特语言观有所贡献。在这种观点中，每种人类语言都具有“内部形式”（这种观点最初具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性内涵）的有机的统一。Greenberg（1974a）把这种观点——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有机的，甚至独一无二的特征——看作类型学分类的个体化的（individualizing）
 研究方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在语言学中的活动唤起了语言的形态类型学观点。假定语言有结构系统，孤立地检查语言的部分并把语言的各种特征进行类型学的分类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假定语言是所有的单位都结合在一起的结构整体——用Meillet的话说就是“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是对语言持续体的个体化研究方法）。那么，人们可以把语言的不同部分划分类型，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划分语言类型，就像在2.1中我们对属格构式的例子所作的分析一样。

萨丕尔形态类型学的修订本举例说明了以不同方式在类型学上对语言分类的可能性。萨丕尔把19世纪分类的形态特征分成两个独立的参项：每个词中语素的数量和在组合时语素音韵交替的程度。萨丕尔根据语素数量区别了三种语言类型：分析语（analytic）
 （每个词有一个语素）；综合语（synthetic）
 （每个词有很少的语素）和多式综合语（polysynthetic）
 （每个词有大量的语素，尤其是有多个词根）。接着他根据语素交替的程度，区别了四种语言类型：孤立的（没有词缀）；粘着的（简单的词缀）；融合的（相当多的形态语素交替）和异根的（异根替换词）。

Greenberg（1954）在建立语言结构类型概念时进一步推进了形态类型学分类。他观察到在分析的、综合的和多式综合的类型中没有清晰的界限，因为实际上每个词中的语素数量是连续的量化的值。Greenberg制定了一个量化指数，M/W（每个词中的语素），人们可以通过文本统计来测量。这种语言类型的描写对类型学分类的重大意义在于语言（或者构式）不必被分成离散的类型，或者换个说法，语言能相对于其他语言以结构参项为基础被分级。Greenberg也对音韵交替的程度，也就是对语素变体的程度进行了量化，还量化了其他许多结构参项，如下：



	（i）M/W
	
语素/词




	（ii）A/J
	
粘着语/语素接合




	（iii）R/W
	
词根语素/词




	（iv）D/W
	
派生语素/词




	（v）I/W
	
屈折语素/词




	（vi）P/W
	
前缀/词




	（vii）S/W
	
后缀/词




	（viii）O/N
	
用于表明语法关系的语序/总的语法关系




	（ix）Pi/N
	
用于表明语法关系的纯粹屈折/总的语法关系




	（x）Co/N
	
用于语法关系的协调屈折/总的语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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